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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可降解塑料因其易生物降解的特性，被认为是传统塑料的理想替代品，应用前景广阔。土壤是

各类生物可降解塑料废弃物的重要归趋，全面了解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土壤环境中的生态效应，可为评价生

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安全性提供科学依据，是实现其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微生物降解是

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的主要途径，对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解塑料微生物降解过程及其降解机理的透

彻掌握，可为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原位高效可控降解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首先从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

生物、植物、动物角度综述了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毒理效应。进入土壤环境中的生物可

降解塑料不但是一种物理输入，更是一种化学输入，其能够改变土壤容重、孔隙度、养分含量等理化性质，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并会对植物生长发育及土壤动物的存活、繁殖等行为产生

影响，具有一定的动植物毒性。然后，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机制及影响

降解效率的关键因素。土壤微生物主要通过“在塑料表面定殖—分泌胞外酶催化聚合物解聚—低聚物或小

分子单体被矿化”这 3 个关键步骤实现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完全降解。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实际土壤环境中

的降解速度较为缓慢，其降解效率受到塑料本身性质、土壤环境及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对

参与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的微生物和酶进行了系统梳理。最后，针对目前研究现状与不足，展望了未来的

重点研究方向，旨在为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效应与微生物降解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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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degradable plastics are considered ideal replacements for traditional plastics due to their easy 

biodegradability, and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Soil is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various biodegradable 

plastic wast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n the soil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safety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ir large-scal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Given that microbial degradation is 

the main pathway for the degrada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n soil,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degrad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efficient and controllable 

in-situ degrada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d the ecological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on soil eco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soil 

microorganisms, plants, and animals. Biodegradable plastics entering the soil environment are not only a physical 

input, but also a chemical input, which can change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such as bulk density, 

porosity, and nutrient content. They ca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affec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s as well as th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soil 

animals. Furthermore, the microbial degradation mechanism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n soil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degradation efficiency were further summarized. Soil microorganisms degrade biodegradable plastics 

mainly through three key steps: colonization on the plastic surface, secretion of extracellular enzymes that catalyze 

polymer depolymeriz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of oligomers or monomers.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n the actual soil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slow, and their degradation efficiency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properties of plastics, soi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organisms and enzymes involved in the degrada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were systematically combed. 

Becaus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shortcomings,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are prospected, 

aim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n soil. 

Key words: Biodegradable plastic; Soil microorganism; Plant; Soil animal; Degrading microorganism; Degrading 

enzyme 

 

塑料制品强度高、耐腐蚀、价格低廉，已成为人类日常生活及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2 年，全球塑料产量超过 4 亿 t，其中我国塑料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32%
[1]。然而，传统塑料

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其广泛应用及不当的处理方式导致大量塑料长期残留在环境中，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2]。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废弃的地膜、棚膜等塑料制品因回收率低而进入

土壤环境，其不仅能够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土壤肥力，而且会对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产生危

害，严重威胁土壤生态系统健康[3]。 

近年来，生物可降解塑料逐渐成为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2020 年、2021 年我国相

继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积极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塑料替代产品，支持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应用。202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继续鼓励生物可降

解塑料及其系列产品开发、生产与应用。因此，加快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科学研究，推动生物可

降解塑料的发展与应用，已成为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与生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 

作为传统塑料的替代品，生物可降解塑料既需要具备传统塑料优良的加工性能与使用性能，

同时又必须在废弃后能够被特定环境中的微生物完全降解，不可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土壤是各

类生物可降解塑料废弃物的重要归趋，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效应及

微生物降解，以期为评价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应用的安全性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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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定义与分类 

生物可降解塑料是一类可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降解且最终转化为二氧化碳或（和）甲烷、

水等物质的高分子聚合物[4]。虽然国内外对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已有多年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

统一的检测标准和认证评价体系，人们对于生物可降解塑料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例如，将生

物基塑料、可堆肥塑料等同于生物可降解塑料。生物基塑料是指以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如淀粉、

纤维素等）为原料的塑料[5]，其强调的是生产原料的可再生性和生物来源性，而生物可降解塑料

则是根据塑料的生物降解性来定义的，二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可堆肥塑料是指在堆肥条件

下最终产物为二氧化碳、水和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及生物质，且最终堆肥在重金属含量、生态

毒性、残留碎片等方面符合相关标准的塑料，其对降解环境和最终产物的要求较生物可降解塑料

更为明确和严格。此外，“生物可降解”不等于在任何环境中均可被快速降解，仅在特定的环境

条件下（如合适的温度、湿度、微生物特征等），经过一定的降解周期，生物可降解塑料才能被

完全降解。因此，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并非意味着其废弃后可被随意丢弃，而应根据其降解特性

选择适宜的处置条件进行妥善处理。 

按照原料来源不同，生物可降解塑料可分为生物基生物可降解塑料和石油基生物可降解塑

料[6]。生物基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原料是可再生材料，包括天然材料、微生物合成材料、微生

物发酵结合化学合成材料和共混材料。目前研究较多的有聚羟基脂肪酸酯类聚合物（PHAs）、聚

乳酸（PLA）、再生纤维素、热塑性淀粉等，其中 PHAs 类生物可降解塑料主要包括聚 3-羟基丁

酸酯（PHB）、3-羟基丁酸酯和 3-羟基戊酸酯的共聚物（PHBV）以及 3-羟基丁酸酯和 3-羟基己

酸酯的共聚物（PHBH）。石油基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原料为不可再生的石化资源，主要指聚

酯类聚合物，包括聚己内酯（PCL）、聚乙醇酸（PGA）、聚碳酸亚内酯（PPC）以及二元酸二元

醇共聚酯，例如，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酸丁二酯（PBST）、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己二酸/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AT）和聚己二酸/丁二酸丁二醇酯（PBSA）等。 

根据欧洲生物塑料协会统计，PLA 是目前全球产能最高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约占全球生物

可降解塑料总产能的 59.5%，其他生物可降解塑料，如 PHA（9.2%）和 PBAT（8.8%），也均能

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图 1）。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应用领域的多样化，生物可降解塑料

的全球产能将以较高的增长率持续增加。预计至 2028 年，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全球产能将从 2023

年的 114 万 t 增加至 461 万 t[7]。      

 

注：PLA，聚乳酸；PHA，聚羟基脂肪酸酯；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下同。Note: PLA, 

Poly(lactic acid); PHA, Poly(hydroxyalkanoate); PBAT, Poly(butylene adipate-co-terephthalate); PBS, Poly(butylene succinate). The 

same as below. 

图 1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全球年产能（a. 2023 年；b. 2028 年）（数据来源于 European Bioplastics

（https://www.european-bioplastics.org/market/））[7] 

Fig. 1 Global production capacities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a. in 2023; b. in 2028) (data derived from European 

Bioplastics (https://www.european-bioplastics.org/marke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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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效应 

2.1 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残留在土壤中的传统塑料碎片因其密度较土壤颗粒小，会直接影响土壤密度，导致土壤容

重降低[8]。传统塑料碎片或微塑料也可参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影响土壤团聚体的组成、周转与

稳定性[9]，导致土壤通透性和孔隙度发生变化，破坏土壤结构[10]，影响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运移。

与传统塑料类似，生物可降解塑料作为一种物理输入也会影响土壤容重、团聚体结构、渗透性、

持水能力等土壤物理性质。但是，由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在物理性质、化学结构及生物降解性能方

面与传统塑料存在较大差别，其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传统塑料。Zhao 等[11]通过田

间填埋试验发现低密度聚乙烯（LDPE）显著降低了土壤大团聚体（> 0.25 mm）的比例而增加了

微团聚体（0.25~0.1 mm）的比例，生物可降解塑料显著降低了土壤大团聚体的比例而增加了黏

粒/粉粒（<0.1 mm）的比例，表明 LDPE 和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团聚体结构组成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Qi 等[12]研究表明，不同尺寸（约 5 mm 和小于 1 mm）的 LDPE 和淀粉基生物可降解塑

料碎片均对土壤容重、孔隙度、饱和导水率、田间持水量和土壤憎水性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其影

响与塑料碎片的类型、尺寸大小和浓度密切相关。 

相较于传统塑料，生物可降解塑料易被土壤微生物降解，因此，进入土壤环境的生物可降

解塑料不但是一种物理输入，更是一种化学输入。生物可降解塑料本身是一种生物可利用的有机

碳，其降解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碳转化过程，与土壤中碳、氮等重要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13]。因此，生物可降解塑料的输入可能引起土壤养分循环的变化，进而导

致土壤养分失衡。Chen 等[13]研究了 PBAT 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氮库组分的影响，结果发现添加

5%~10%的 PBAT 微塑料可使土壤全碳、颗粒态有机质-碳、溶解性有机质-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

质-碳分别增加 116.0%~191.1%、546.9%~697.8%、54.2%~90.3%和 13.7%~18.9%，而使溶解性有

机质-氮减少 46.9%~84.3%，表明 PBAT 可导致土壤碳富集和不稳定氮流失。Meng 等[14]研究发现

不可降解的聚乙烯（PE）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氮循环无显著影响，而 2.0%和 2.5%的生物可降

解微塑料在培养第 46 和 105 天显著提高了土壤溶解性有机碳、溶解性有机氮含量，在第 46 天降

低了土壤速效氮（硝态氮和氨态氮）含量，表明生物可降解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氮的影响较不

可降解的 PE 微塑料更强。Zhou 等[15]研究发现添加 PHBV 显著降低了土壤中的可溶性有机氮，

而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表明 PHBV 较高的 C：N 可导致微生物同化固定土壤中可利用

的氮，进而影响土壤中的氮素周转。与实验室内高剂量添加试验相比，在基于实际低水平添加量

的田间试验中，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理化特性的不良影响较小[16]。因此，未来应根据田间实

际残留量开展长期暴露试验，以评估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构成的现实风险。总体而言，

目前有关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性质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关于生物可降解塑料与土壤组分的相

互作用及其改变土壤理化性质的效应与潜在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2.2 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生物可降解塑料不但可作为碳源直接影响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也可通过改变土壤理化性质

对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功能产生间接影响。此外，生物可降解塑料还能释放增塑剂等物质对土壤微

生物产生毒理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埋藏在土壤中的生物可降解塑料能够导致微生物生物量、酶

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17-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异质性外源物质，

生物可降解塑料进入土壤后可为土壤微生物提供独特的生态位，形成不同于周围土壤环境的“塑

料际”。研究显示，土壤塑料际是潜在病原菌赋存的热点区域。Ju 等[19]研究了土壤中附着在 PE、

PBAT、PLA 及 PBAT/PLA 混合物薄膜上的微生物群落特征，结果发现与 PE 相比，与动植物病

原相关的功能在四种生物可降解塑料薄膜上的富集程度更高。Li 等[20]的研究同样发现 PBAT/PLA

塑料际动植物病原菌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 PE，表明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塑料际微生物群落具有较

高的致病性。Juncheed 等[21]评估了 PBSA 在田间条件下作为病原微生物载体的潜在风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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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PBSA 薄膜表面能够富集多种机会性人类病原菌和植物病原菌，表明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解

塑料的存在可能会对人类与作物健康产生潜在致病威胁。目前已开展的研究不仅利用高通量测序

技术从基因水平上证实了土壤塑料际微生物的致病潜力，更有研究从塑料际分离筛选出了特定的

植物致病菌。例如，Pang 等[22]从塑料废弃物表面分离出 239 株具有 PCL 降解活性的菌株，其中

包括镰刀菌属、新赤壳菌属以及链孢菌属在内的 14 个属均属于植物病原真菌。经过长期进化，

植物病原菌已具备较强的植物表面定殖能力且能够通过分泌纤维素酶、角质酶、蛋白酶等破坏植

物表皮角质层，以达到侵染植物的目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与植物表皮角质层在结构组成上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它们均为由碳-碳或碳-氧键组成的高分子聚合物，这可能是某些植物病原菌能够在

生物可降解塑料表面富集并表现出降解能力的重要原因。 

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解塑料会在生物与非生物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发生破碎，形成小的塑料

颗粒或碎片，即生物可降解微塑料。生物可降解微塑料可能会与传统微塑料相同，对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多样性及稳定性产生影响[23-24]，进而危害土壤生态系统健康。Li 等[25]研究发现 PBAT

微塑料对细菌群落的影响存在剂量效应，PBAT 微塑料添加量较低时，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增加，

而当 PBAT 微塑料添加量较高时，土壤细菌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则显著降低。Sun 等[26]通过 60 d

的微宇宙培养试验发现相较于传统微塑料（PE 和聚苯乙烯（PS）），生物可降解微塑料（PBS 和

PLA）能够显著提高土壤细菌群落的演替速率及网络的复杂性与稳定性，PBS 和 PLA 处理的土

壤微生物群落网络规模、连接度、平均聚类系数更高且关键物种数更多，这可能是由于生物可降

解微塑料作为生物可利用的碳源刺激了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进而影响了物种间的互作关系。

生物可降解微塑料不但能够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与结构，还会通过碳源输入提高微生物活性

和养分周转速率，进一步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功能[27]。目前有关生物可降

解塑料对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短期培养试验，且研究内

容大多仅停留在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多样性的变化上，不同类型以及残留水平下生物可降解

（微）塑料对不同类型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代谢活性、生态功能的长期影响尚需进一步

探究。 

2.3 生物可降解塑料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植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生物可降解塑料对陆生植物的影响对于评估生物

可降解塑料在土壤环境中应用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目前，生物可降解塑料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部分研究发现生物可降解塑料不会对植物产生不利影响。例如，Chu

等[28]研究表明，在田间试验条件下，不同形状（粉末状和纤维状）的 PLA 微塑料对燕麦和大豆

生长均未产生显著影响，与对照土壤相比，添加 PLA 微塑料的处理土壤中植物的根系特征、植

物生物量及作物产量均未发生明显变化。然而，有更多的研究表明生物可降解塑料会对植物产生

一定的毒性效应。Brown 等[29]研究显示，PHBV 的存在不仅显著抑制玉米植株的生长，还会干扰

玉米叶片代谢功能。Yu 等[30]研究了 PBAT 微塑料对大豆和玉米根系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

中 PBAT 微塑料的积累会显著抑制植物根系生长，PBAT 微塑料导致收获期大豆总根长、总根表

面积和根生物量分别降低了 34%~58%、34%~54%和 25%~40%，导致玉米总根长、总根表面积

和根生物量分别降低了 37%~71%、33%~71%和 24%~64%。Zhou 等[15]研究发现高浓度的 PHBV

微塑料具有强烈的植物毒性，PHBV 微塑料的添加导致小麦在 25 d 后死亡。生物可降解塑料的

植物毒性与塑料本身特征（类型、形态、尺寸、剂量）、供试植物种类、实验条件及评价终点等

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研究中上述条件均不统一，从而导致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尽管如

此，已有多项研究表明，生物可降解微塑料对植物造成的不利影响较传统微塑料更为严重[31-33]。

对于生物可降解微塑料而言，其不仅能够像传统塑料那样在植物根部吸附积累并被植物吸收转运，

给植物生长带来压力，而且可能产生对植物具有毒性效应的降解产物，进一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

育。同时，生物可降解微塑料还能改变植物根际微环境，包括根际土壤理化和微生物特性，进而

干扰植物生长。此外，生物可降解微塑料可能沿着食物链转移和积累，从而对人类健康构成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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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虽然目前有关生物可降解塑料对植物的毒性效应研究已有开展，但相关报道仍较少且不够

深入，大多研究未提供塑料降解产物具体成分的信息，对于生物可降解微塑料的生态毒性效应及

机制的认识十分有限。研究导致生物可降解塑料植物毒性的具体产物信息及其毒性机制，能够为

设计和生产安全无害的新型生物可降解塑料提供理论指导，此方面仍需大量研究加以支撑。 

2.4 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蚯蚓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分布广泛且作用巨大，能够改善土壤结构、促进养分循环，进而促

进植物生长发育。而且，由于蚯蚓对土壤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已被广泛用作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

料毒性效应的指示物。Holzinger 等[34]研究发现，生物可降解塑料 PLLA（聚 L-乳酸）和 PCL 提

高了赤子爱胜蚓的繁殖成功率，与对照相比，PLLA 和 PCL 处理中赤子爱胜蚓产茧的数量分别

提高了 135%和 54%，且这两种聚合物增加了孵化出的幼体数量，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群落 β 多样

性，并增加了短链脂肪酸乳酸的含量。与之相反，Boots 等[35]研究显示 0.1%（w/w）的 PLA 微

塑料虽然不会引起蚯蚓死亡，但导致蚯蚓生物量降低。Baihetiyaer 等[36-37]研究发现 PLA 和杀虫

剂吡虫啉（IMI）单独或联合暴露均能导致蚯蚓的氧化应激、DNA 损伤和基因表达，并抑制蚯蚓

生长、导致蚯蚓死亡率增加，同时造成表皮组织损伤及肠道微生物菌群失衡，对蚯蚓具有明显的

毒性效应。除了蚯蚓，也有研究利用其他模式动物来测试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毒性。Schöpfer

等[38]研究了 LDPE 和 PLA/PBAT 微塑料对秀丽隐杆线虫的毒性效应，结果发现 LDPE 和

PLA/PBAT 微塑料显著抑制了线虫的生长繁殖，且其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微塑料浓

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现有研究大多使用蚯蚓等模式动物来评价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态毒性，然

而，不同物种的敏感性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生物可降解塑料对不同物种的毒理效应及机制尚需进

一步探究。此外，基于动物个体的研究结果无法准确反映生物可降解塑料在群落、生态系统等更

高水平上的毒性效应，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尚需从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各层级

水平上进行耦合分析，以综合评价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动物毒性。 

3 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  

3.1 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机制及影响因素 

生物可降解塑料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土壤环境，并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降解。土壤中生物可

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过程较为复杂，通常需要经过定殖、解聚、同化或矿化等多个步骤才能彻

底降解[39]。微生物在塑料表面吸附定殖是微生物降解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先决条件。研究表明，

许多细菌和真菌类群能够在生物可降解塑料表面定殖并富集，形成在多样性、组成及功能上明显

有别于周围土壤且具有塑料降解潜能的独特微生物群落[40]。第二步，定殖的具有生物可降解塑

料降解能力的微生物分泌胞外水解酶，通过催化聚合物结构中可水解的化学键（如酯键）断裂，

生成分子量较低的低聚物和单体。相较于高分子量聚合物，微生物对构成聚合物的单体或低聚物

的降解速率要快得多[41]，表明胞外水解酶催化的聚合物解聚是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过程的限速

步骤。最后，微生物将解聚产生的低聚物或单体转运至体内进一步降解代谢，经过 β-氧化途径

和三羧酸循环，最终矿化生成 CO2、CH4 和 H2O 或同化为微生物自身生物量。已有研究利用 13
C

稳定同位素标记和纳米二次离子质谱等技术手段证明了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确能够被土壤微生物

降解利用，13
C 标记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最终被矿化为 13

C-CO2 及同化形成 13
C-微生物自身生物量

[41-42]。 

虽然生物可降解塑料是一种可降解材料，但是在实际土壤环境中的降解速率较为缓慢，很难

在预期的时间内完全降解[43-44]。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可降解性与其本身的性质（如结构组成、表面

亲疏水性、分子量、结晶度等）直接相关。一般而言，聚合物的表面疏水性越强、分子量越大、

结晶度及熔融温度越高，越难以降解[45- 46]。此外，材料的形状也是影响其降解的重要因素，材

料的比表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微生物的附着，其降解速率则越快。除了材料本身的性质，生物可降

解塑料的降解速度也会受到温度、湿度、pH 和微生物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47-48]。微生物是生

物可降解塑料降解的核心驱动力，微生物特征是决定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速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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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前期通过灭菌土壤试验证实了土壤中 PBAT 的降解是由微生物介导的，而且发现不同类型土

壤中 PBAT 降解速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土壤微生物群落差异导致的[49]，具体而言，潜在降解微生

物的富集程度越高，土壤对 PBAT 的降解能力越强。范森等[50]研究表明，PLA 材料在沼泽地、

芒果林地和稻田土壤中降解情况的差异与土壤微生物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有关，微生物群落丰富

度与多样性越高，PLA 材料的降解效果越好。Yamamoto-Tamura 等[51]研究发现 PBSA 在 11 种农

田土壤中的降解速率存在显著差异，其在酯酶活性高、降解真菌数量大的土壤中降解较快。 

目前关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土壤环境中的降解性能研究大多是在受控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

然而，由于受到光照、气温、降水等气候因素的影响[52-53]，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实际室外土壤中的

降解行为可能不同于实验室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在实际环境中开展生物降解试验，这样才能

更准确地反映材料的降解特性。同时，应结合影响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的关键因素，深入探究土

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机制，为合理调控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原位土壤环境中的降解速

率、实现其高效降解提供理论依据，为研发性能优异的新型生物可降解塑料产品提供指导。 

3.2 降解微生物 

 微生物降解是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的主要途径。目前已从农田土壤、森林土壤、垃

圾填埋场土壤、活性污泥土壤等多种土壤环境中分离出大量具有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能力的细菌

和真菌（表 1），其中细菌主要来自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和厚壁菌门

Firmicutes，真菌主要来自子囊菌门 Ascomycota 和接合菌亚门 Zygomycotina。Chien 等[54]从农田

土壤中筛选出两株能够降解 PBSA的真菌菌株Aspergillus fumigatus L30和Aspergillus terreus HC，

培养 30 d 后分别导致 PBSA 薄膜质量损失 30.2%和 27.5%。刘佳茜等[55]从垃圾填埋场下层土壤中

分离到 6 种潜在的 PBAT 降解细菌，其中 Pseudomonas sp. RD1-3 和 Pseudomonas sp. N1-2 的降

解效率较高，28 ℃培养 8 周，二者对 PBAT 的降解率分别为 6.88 % ± 0.06%和 6.49% ± 0.01%。

除了常见的典型土壤环境，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微生物在极端土壤环境中也普遍存在。Urbanek

等[56]从北极地区 52 个土壤样品中分离出 121 种具有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活性的微生物（细菌 113

株，真菌 8 株），其中 116、73、102 和 56 种微生物分别能在 PBSA、PBS、PCL 和 PLA 平板上

形成透明圈，菌株 16G（Clonostachys rosea）表现出较高生物降解能力，在摇瓶试验中，该菌株

在 30 d 内能将淀粉薄膜完全降解，PCL 薄膜质量损失 52.91%。 

相比于单一菌株，由多种微生物菌株构成的共培养体系或微生物菌群的降解效率可能更高。

在共培养体系或微生物菌群中，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菌株其功能通常具有协同互补性，它们可通

过代谢分工、物质与能量交换等方式相互协作以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高效降解。据报道，单一

的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YB-6 不能降解 PBS，但将其与 Fusarium solani WF-6 进行混合培

养则增强了菌株 WF-6 对 PBS 的降解能力[67]，这可能是由于菌株 YB-6 能够代谢菌株 WF-6 降解

PBS 产生的中间产物，从而促进了 PBS 的生物降解。在另一项研究中，由菌株 SUST B1、SUST 

B2 和 SUST B3 组成的共培养体系对 PBAT 的降解效果明显优于单一菌株，培养 6 d 后导致 PBAT

薄膜质量损失 26.1%
[68]，表明 3 种菌株对 PBAT 的降解过程存在协同作用。Jia 等[69]报道了由

Pseudomonas mendocina 和 Actinomucor elegans 组成的共培养体系对 PLA/PBAT 的降解作用，该

体系在 5 d 内对 PLA/PBAT 的降解率为 18.95%，显著高于单一菌株的培养体系（P. mendocina

（12.94%），A. elegans（9.27%）），进一步分析表明共培养体系中 P. mendocina 和 A. elegans 通过

编码表达不同的酶发挥不同的功能，其中 P. mendocina 分泌蛋白酶催化 PLA/PBAT 中 PLA 酯键

的水解断裂，A. elegans 分泌的脂肪酶催化 PBAT 酯键的水解断裂，以实现 PLA/PBAT 的协同降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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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微生物 

Table 1 Biodegradable plastics degrading microbes in soils 

菌株 

Strains 

分类 

Classifica

tion 

来源 

Source 

培养条件 

Incubation 

conditions 

降解特性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acillus pumilus 

NKCM3201 

细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30 ℃培养，PBAT 的降解速率为

12.2 mg·d-1·cm-2 

[57] 

Clonostachys rosea 16G 真菌 北极土壤 纯培养基 28 ℃培养 30 d，PCL 和热塑性淀

粉的质量损失分别为 52.91%和

100% 

[56] 

Acinetobacter seifertii S22 细菌 垃圾场填埋

土壤 

纯培养基 37 ℃培养 10 d，PCL 质量损失为

34.3% 

[58] 

Purpureocillium lilacinum 

BA1S 

真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30 ℃培养 30 d，PBAT 质量损失

为 15.27% 

[59] 

Aspergillus terreus HC 真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30 ℃培养 30 d，PBSA 质量损失

为 47.5% 

[54] 

Aspergillus fumigatus L30  真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30 ℃培养 30 d，PBSA 质量损失

为 30.2% 

[54] 

Aquabacterium sp. CY2-9 细菌 塑料垃圾填

埋场土壤 

纯培养基 28 ℃培养 20 d，PCL 质量损失为

98% 

[60] 

Laceyella sacchari LP175 细菌 森林土壤 - - [61] 

Burkholderia cepacia 

PBSA-1 

细菌 活性污泥土

壤 

纯培养基 37 ℃培养 40 d，PBSA 矿化率为

78% 

[62] 

Peribacillus 

frigoritolerans JZ1 

细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28 ℃培养 8 周，PBAT 质量损失

为 12.45% 

[63] 

Stenotrophomonas sp. 

YCJ1 

细菌 农田土壤 纯培养基 在 pH7.5、37 ℃、接种量 1.5%、

添加 2%的 1,4-丁二醇的培养条件

下培养 5 d，PBAT 质量损失为

10.14% 

[64] 

Bacillus safensis PLA1006 细菌 垃圾填埋场

土壤 

纯培养基 30 ℃培养 30 d，PLA 质量损失为

8% 

[65] 

Sclerotinia sp. B11IV 真菌 南极土壤 纯培养基 20 ℃培养 30 d，PBSA 和 PCL 质

量损失分别为 49.68%和 33.7% 

[66] 

Fusarium sp. B30M 真菌 南极土壤 纯培养基 20 ℃培养 30 d，PBSA 和 PCL 质

量损失分别为 45.99%和 49.65% 

[66] 

Geomyces sp. B10I 真菌 南极土壤 纯培养基 14 ℃培养 30 d，PBSA 和 PCL 质

量损失分别为 25.67%和 5.71% 

[66] 

Pseudomonas sp. RD1-3 细菌 垃圾填埋场

土壤 

纯培养基 28 ℃培养 8 周，PBAT 质量损失

为 6.88% 

[55] 

Pseudomonas sp. N1-2 细菌 垃圾填埋场

土壤 

纯培养基 28 ℃培养 8 周，PBAT 质量损失

为 6.49% 

[55] 

注：PCL，聚己内酯；PBSA，聚己二酸 /丁二酸丁二醇酯。Note: PCL, Poly(ε-caprolactone); PBSA, Poly(butylene 

succinate-co-ad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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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来越多的微生物被发现具有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活性，但是目前对这些菌株的研究

大多是在纯培养体系中进行的，很少被应用于实际土壤环境中，其在土壤中的降解效果会受到土

壤温度、湿度、pH、土著微生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能难以达到理想的降解效果。此外，

虽然微生物菌群在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方面的作用正逐步受到关注，但关于降解菌群的合成构建、

协同降解机制及强化修复研究尚十分有限。因此，未来需要在深入挖掘高效降解菌资源的基础上，

设计构建高效降解菌群并解析其降解机制，进一步加强高效降解菌（群）对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

解塑料废弃物强化修复方面的研究，开发针对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技术。 

3.3 降解酶 

 微生物降解生物可降解塑料是由一系列酶促反应完成的，其中催化聚合物解聚的酶是整个

降解过程的限速酶。具有聚酯降解活性的酶主要为脂肪酶（EC 3.1.1.3）、酯酶（EC 3.1.1.1）和

角质酶（EC 3.1.1.74）等丝氨酸水解酶[70-71]，目前关于聚酯水解酶的基因克隆、异源表达、分离

纯化及酶学性质已有大量文献报道[57, 72-76]。Biundo 等[72]对来源于菌株 Pelosinus fermentans DSM 

17108 的脂肪酶 PfL1 进行了重组表达和酶学性质分析，结果显示 PfL1 能够降解 PBAT，其分子

量为 43.9 kDa，最适反应温度为 50 ℃，最适 pH 为 7.5，序列比对、酶学性质及三维结构分析表

明该酶属于 I.5 脂肪酶家族。Shah 等[73]从菌株 Roseateles depolymerans strain TB-87 中分离出两种

酯酶 Est-H 和 Est-L，分子量分别为 31 和 27 kDa，二者最适反应条件相同（最适温度为 30 ℃，

最适 pH 为 9.0），且对 PBSTIL（聚丁二酸/对苯二甲酸/间苯二甲酸/乳酸丁二醇酯）、PBS、PBSA

和 PCL 等多种脂肪族聚酯和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均具有降解活性。Santos-Beneit 等[76]测试了三

种酶（角质酶 FsCut、酯酶 AbEst 和芳基酯酶 PsEst）对一系列生物可降解塑料（PBS、PBAT、

PHB、PHBH、PHBV、PCL、PLA 和 PLA/PCL）的降解活性，结果发现角质酶 FsCut 能够降解

多种生物可降解塑料，其对 PBAT、PBS 和 PCL 的降解活性最高，且该酶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

（55 ℃和 60 ℃）表现出较高的活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聚酯水解酶的三维结构与催化机制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所有的聚酯水

解酶均属于 α/β 水解酶超家族，含有经典的 α/β 水解酶折叠催化结构域以及由丝氨酸（Ser）-

组氨酸（His）-天冬氨酸（Asp）或谷氨酸（Glu）组成的催化三联体。Perz 等[74]报道了来

源于 Clostridium hathewayi DSM-13479 的酯酶 Chath_Est1 能够降解 PBAT，通过晶体结构解析证

实了该酶属于 α/β 水解酶，其含有由 Ser200-His416-Glu323 组成的催化三联体，并进一步通过底

物对接和三维结构模拟分析了该酶的催化机制。Hajighasemi 等[75]从 90 种纯化的微生物源 α/β 水

解酶中筛选出 2 种对 PLA、PCL 及其他聚酯具有降解活性的酶（ABO2449 和 RPA1511），通过

对RPA1511的晶体结构解析发现该酶含有典型的 α/β-水解酶折叠结构和由 Ser114-His270-Asp242

组成的催化三联体，定点突变试验进一步证实催化三联体对聚酯和单酯底物的水解均至关重要，

同时还在 ABO2449 和RPA1511 中分别鉴定出对 PLA水解也很关键的几个氨基酸残基（ABO2449

中的 Phe38 和 Leu152，RPA1511 中的 Gln172、Leu212、Met215、Trp218 和 Leu220）。此外，也

有通过分子改造来提高聚酯水解酶催化效率和热稳定性的相关报道。Yang 等[77]利用双突变策略

增强了来源于 Thermobifida fusca 的角质酶 TfCut 对 PBAT 的降解效率，并通过晶体结构解析比较

了野生型 TfCut（WT TfCut）及其突变体（TfCut-DM）的底物结合特征，结果表明 TfCut-DM 底

物结合口袋柔性增加可能是导致其降解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鉴于聚酯水解酶在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近年来研究者在聚酯水解酶的

挖掘、功能验证、结构解析及分子改造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目前聚酯水解酶的基因资

源已较为丰富，且多种酶的生化性质也已被表征，但是现有的酶活性普遍偏低且稳定性较差，难

以直接应用于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解塑料废弃物的处理。因此，应继续筛选不同来源的高效降解

酶，寻找具有工业化应用价值的新酶。同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酶的构效关系，对已有的降解

酶进行理性设计和定向改造以提高其活性与稳定性，为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原位高效降解提供更多

的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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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塑料污染治理政策的逐步完善与落实，发展生物可降解塑料已成为解决塑料污染问

题的重要途径。深入研究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土壤环境中的生态效应与微生物降解机制，不仅能够

深化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生态安全性的认识，还能够为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土壤中的高效可控降

解提供理论指导，对于促进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推广应用、推动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研究现状，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需明确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来源与机制。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成分复杂，在生

产制造过程中通常会添加增塑剂、抗氧化剂、染料等添加剂，因此，需要研究这些添加剂的生态

毒理效应。此外，在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以及微生物代谢产物对土壤生态

系统造成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只有明确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是来自聚合物本身、添

加剂还是降解产物，深入了解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健康的影响机制，从多角度全面评价生物可

降解塑料的生态安全性，才能为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推广与合理应用提供科学指导。 

（2）需加强生物可降解微塑料的生态效应研究。进入土壤中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在被完全

降解之前也会像传统塑料一样破碎形成微塑料。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传统塑料形成的微塑料会对土

壤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产生危害，但目前关于生物可降解微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尚未引

起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较少。因此，需要加强生物可降解微塑料生态效应的研究，评估生物可降

解微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的毒性效应及其通过食物链富集效应等途径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潜在风

险。 

（3）需探究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原位土壤中的长期环境行为。基于室内培养的短期试验无法

准确反映生物可降解塑料在实际土壤中的降解行为与生态效应，难以揭示生物可降解塑料对土壤

生态环境的慢性累积毒性效应，其在原位土壤中的长期环境行为和潜在影响机制尚需深入探究。 

（4）需挖掘高效降解菌（群）和功能酶，开展生物强化研究。虽然目前已筛选到多种具有

生物可降解塑料降解功能的菌株与酶，但是已报道的菌株和酶降解效率普遍较低且其降解机制尚

不明确。而且，关于降解菌和降解酶的研究多是在实验室纯培养体系中进行的，而对于其在实际

土壤环境中的应用效果与强化机制研究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高效降解菌和功能酶资源，

深入探究其降解机制，同时构建高效可控的合成微生物群落、利用蛋白质工程提高功能酶的活性

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开展土壤环境中降解菌株（群）和功能酶的生物强化研究，通过生物强化

实现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高效降解。 

（5）需深入探讨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机理。在实际土壤环境中生物可降解

塑料的降解过程会受到多种内因（结构组成、分子量、结晶度等塑料自身性质）和外因（土壤温

度、湿度、微生物群落特征等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不同种类生物可降解塑料在不同土壤

环境中的降解周期存在不确定性，难以保障在合理的时间内彻底降解。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

深入探讨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降解机理，明确影响塑料降解过程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

机制，为实现土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高效可控降解提供理论指导。 

（6）需加强技术攻关，健全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生物可降解塑料已逐步在农用地膜、

食品包装、手术医疗等领域得到应用，但是目前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除了存在生态效应不清和

降解机制不明问题，生物可降解塑料应用中还面临其他诸多挑战。例如，相较于传统塑料，生物

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较高，加工性能与机械性能不足；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定义不明确，检测标准

和认证评价体系不完善，相关制品鱼龙混杂；公众认识不足，回收处理方式不当，缺乏相应的分

类回收处理配套设施，流入环境后也可能因无法完全降解而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未来应加强生

物可降解塑料关键技术研发，提升产品性能，降低产品价格；完善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生物可降

解塑料认证体系，避免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加大宣传力度，明确后端处置方式，建立有效的

生物可降解塑料废弃物管理系统，推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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